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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培育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平台经济以及促进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是值得关注

的议题。 本文以 2012 年以来分三批推行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计算机编程技术(Python)爬取

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和北大法宝政策数据库,基于 simhash 算法和 jieba 分词等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

提高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智慧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数据要素集聚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智

慧政务和智慧民生政策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了城市创业。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试点政策的创业效应存在于大

中型城市、高市场潜能、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优势较好的城市;试点政策对低污染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业活

跃度提升发挥效应,但同时也抑制了高污染制造业的创业活跃度。 结合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反事实检验,结果表明

试点政策的创业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持续性创业效应需要进一步发挥与其他相关措施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智慧城市　 创业活跃度　 营商环境　 数据要素集聚　 机器学习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1-0075-19

　 　 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创业活动都是助力世界各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进就业的重要助推器[1] 。 创业活动不

仅是推动新产品与新技术研发、新模式变革的动力源泉,也是创造就业、拉动投资和提升经济活跃度的重要

途径[2] 。 从本质上来看,创业活动就是实现当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并进行商业化应用与投入生产的过程,
从而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3] 。 为了应对当前中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指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

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其带动就业创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等作用”。 由此可见,
由互联网催生的平台经济与创新创业驱动发展模式已得到广泛关注。 然而,创业活动的高风险性和情境依

赖性往往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创业意愿[4] ,这或许意味着在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过程中,政府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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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相关支持政策能够为塑造高质量营商环境生态贡献重要力量。 因此,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和国

内平台经济稳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何种政策安排有利于发挥平台经济改善创业环境生态的作用,并有效

提升创业者创业热情与区域创业活跃度,释放创业的就业拉动效应,是当前亟须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政府政策是影响区域创业活跃度的重要制度因素,主要从政府

管制[5] 、税收政策激励[6]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7] 、创新政策驱动[8]等角度关注了政府政策对地区创业活动的

影响。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当前中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及培育平台经济的重要举措。 自 2012 年起,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分三批公布了包含 99 个城市在内的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旨在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推动完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营造良好的智慧型创业制度环境,解决要素流动桎梏难题,激发人才活力,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城市创新能力[9] 、产业结构升级[10] 、

城市碳排放[11]等方面,鲜有研究关注并系统分析该政策对企业创业选址行为的影响。 该政策能否有效提升

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内在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 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地区创业活跃度的研究仍有

待进一步拓展。 本文试图系统研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为进一步优

化中国创新创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市场经济增长活力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参考。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与以往研究的数据来源不同[2,7] ,基于更为客观和全

面的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来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第二,借助计算机编程技术(Python)的 simhash 算法和

jieba 分词等对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文本量化分析,基于智慧产业推动的数据要素集聚,以及智慧政务和智慧

民生政策推动的营商环境优化等两大机制,探索了试点政策发挥创业效应的作用渠道,并且根据城市和行

业特征差异细致验证了试点政策影响城市创业的作用情境;第三,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分三批选取的 99 个

智慧城市的创业活跃度进行反事实检验与预测,揭示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阶段性效果与持续性效果方面

的异质性特征。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估

2012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 建办科 〔 2012〕 42
号) 》的发布,标志着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正式实施。 智慧城市是依托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

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跃升 [ 11] ,其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成为当前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环境效应方

面,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城市创新产生的技术、配置和结构三大效应显著降低城市环境污染 [ 12] 。 然

而,也有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减少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虽然在不断增强,但可能会存在“ 回弹效

应” [ 13] 。 亦有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规模 [ 11] 和带动清洁能源发展 [ 14] ,从
而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在经济效应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这种促

进效应主要通过革新信息科学技术和优化创新环境等作用机制来实现,同时由于人口、经济规模等不

同特征而具有异质性 [ 15] 。 也有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产业层面能够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

高度化水平 [ 10-11] ,在企业层面可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 16]
 

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 17] 等。 此外,部分研

究基于国外数据也同样发现了智慧城市的环境与经济效应 [ 18-19] 。 由此可见,目前关于智慧城市试点

政策的环境和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这为后续深入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效应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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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响创业活动的相关研究

创业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人

口集聚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学者研究了人口与数字经济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叶文平等

(2018)研究发现人口集聚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创业活跃度[2] ;赵涛等(2020)研究

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激发大众创业活力[20] 。 另外,根据创新学派的观点,创业者本质上就是通过“创

造性破坏”将“新组合”引入生产活动的创新者[21] ,而创新成果具备的正外溢性往往需要政府进行政策干

预[22] ,这就使得制度环境、政府政策等同样成为可能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 政府管制放松[5] 和行政审

批制度的优化[23]有利于降低市场制度的外部交易成本、激励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从而为潜在创业者提

供更多的创业机会,以促进新企业创办与就业增长[24] 。 张光利等(2022)研究指出,“撤县设区”政策能够促

进劳动力流入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显著提高撤并县城的创业活跃度与创业规模[25] 。 以上研究表明制度环

境和政府政策能够对创业活动产生显著影响,亦有文献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提升创业水平,
但既有文献的探讨不充分且存在分歧。 库米塔(Kummitha,2019)对 479 篇关于智慧城市的论文和 35 篇与

创业相关的论文使用聚类内容分析法,认为智慧城市会帮助企业探索新机会,并推动社会技术转型,探索智

慧城市如何影响创业商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26] 。 孔令池和张智(2020)的研究指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

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并与高铁建设等基础设施升级形成协同效应,共同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27] 。
周文义和陶一桃(2023)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改善营商环境并促进创业投资,从而提升本地与周边城市的

创业水平[28] 。 数据已成为当前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并且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产业、政务和

民生等领域的集聚效应也能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对城市创业水平产生影响。 因此,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否对

城市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 政策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 这些问题值得进

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已经为本文提供了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和有益借鉴,但是依然存在以下研究领

域可进一步拓展:第一,现有研究相对独立地对智慧城市建设与创业活动进行大量研究;然而,智慧城市作

为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鲜有研究将两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推动平台经济的营商环境智慧

化、数据要素集聚的视角进一步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平台经济与创业活跃度的关系与内在逻辑。 第二,现有

研究对智慧城市如何影响创业者这一主体活力的内在机制的探讨仍较为欠缺,需要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第

三,智慧城市政策作为分批推进的试点政策,较少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对各批次试点城市在影响创业活

跃度方面的差异进行科学探讨。

　 　 (三)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创业活跃度的机理分析

政府为创业者营造创业环境的优劣程度不仅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成功概率,也会深

刻影响新企业的成立与发展[26] 。 从创业条件来看,由于创业活动是兼具高风险和正外部性的投资活动,创
业投资的完全市场化很可能导致市场创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政府出台营商环境优化政策能够有

效培育社会创业动机、培养创业技能等创业核心要素,进一步优化创业关键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从而实现

“创造性破坏”的创业型经济增长[29] 。 集聚经济理论指出各种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

降低交易成本,创造与放大知识外溢的机会,从而深刻影响地区市场主体活力。 在实践中,智慧城市试点政

策本质上是一项为了推动产业发展、政府政务与民生服务等智慧化演变的综合性城市发展政策[11] ,一系列

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所引发的集聚经济是实现城市智慧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本文将基于集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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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剖析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理。
智慧试点城市实施的智慧产业政策可以通过驱动数据要素集聚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一方面,根据

机会学派创业理论的观点,创业机会是创业群体进行创业行为的基础,而机会创造论和机会发现论则提出

了两种创业者识别、开发与利用的重要创业机会来源方式[3,29] 。 随着试点城市通过一系列产业智慧化相关

政策的协同推进,数据成为产业的新型生产要素,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30] ,赋能实体

经济数字化转型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从而不断衍生出新产业、新模式与新业态。 在智慧产业政策的实施

过程中,政府会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税收优惠与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不断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智慧

城市信息云平台的建设,为促进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的完善、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发展等提供支持。 而在实践

中,数据要素集聚往往依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集聚,以此进一步发挥数字信息技术集聚效应,
进而引致技术套利型创业机会[28] ,这有助于创业者发现和识别更多创业机会,从而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数据要素集聚极大提高了知识外溢效率,为创业者创新思路与技术成果共享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条件,从而

促进了城市创业水平提升。 另一方面,根据创新学派创业理论的观点,创业型人才作为城市创业活动的重

要微观主体,是实现当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者[3] 。 智慧产业政策在促进数据要素集聚的同时带动了

当地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此时政府为更好支撑其发展会出台具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与引进政策,以此形

成高人力资本的“蓄水池”效应和人才集聚优势[11] ,进而为城市创业活动提供更强大的动能。 此外,根据信

号传递理论,智慧产业政策能够向各地人才释放出巨大的政策与制度利好信号,有利于吸引更多创新创业

人才涌入,形成知识的虹吸效应[31] ,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新型数据生产要素的集约化发展,有效降低创业者的

市场交易成本,从而催生大量新产业、新模式与新业态,为城市创造更多创业与就业机会。
智慧试点城市实施的智慧政务政策与智慧民生政策可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大量研究指出,制度性因素对中国企业发展与创业活动有着重要影响[4,32] 。 对于创业者而言,地区制度

环境约束以及行政审批效率都可能会束缚市场活力,抑制个人的创业倾向、创业规模与创业概率[23,33] 。
一方面,试点城市实施的智慧政务政策与政府进行简政放权改革、提供行政审批程序优化等政务服务密

切相关,在建设社会经济各领域协同治理与监督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智慧政务政策不仅加快了政府职

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有效提高了政府行政管理效率,而且还降低了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这为新创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健康发展、社会就业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保障[34-35] 。
并且,试点城市通过实施智慧政务政策有效推动了制度体系优化,有效减少了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策略

性行为,降低了潜在创业者的沉没成本,从而缓解了创业者面临的信息鸿沟以及环境不确定性问题,助推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不断提高。 比如,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等系列措施是试点城市为创业

活动开辟的“绿色通道” ,将会极大地增强市场信心,培养企业家精神,鼓励创业者从事创业活动。 另一

方面,随着试点城市一系列有关智慧民生政策的密集出台,各类智能平台以及服务系统(如智慧交通、智
慧医疗、智能安防等)不仅便利了公众对政府公开信息与行为的了解和监督,还能够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使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以建设更佳的营商环境。 智慧民生政策的实施同

样有利于社区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与民生服务质量的提高,也会为创业主体与数字化科研工作者创造良好

的生活与科研环境,这也会引致创业人才资源的虹吸效应,进而使城市表现出更高的市场活力。 另外,借
助互联网良好的社会互动效应,可以加速地区社会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增强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创业活

跃度[36] 。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鼓励城市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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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智慧试点城市实施的智慧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推动数据要素集聚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H2b:智慧试点城市实施的智慧政务政策和智慧民生政策可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另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业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政策效果。 首先,由于不同规模和区位的城市资

源禀赋差距较大,一方面,大城市往往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更丰富的资源,人
才、资源等集聚效应更明显[36] ;而小城市则相反,可能由于营商环境、人才储备、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比较劣

势,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地区创业活动的正向效应可能不明显。 另一方面,区位优势较好的城市更

容易表现出明显的创业要素资源集聚现象[28] ,创造出更具优势的创新创业环境,使得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发

挥出更大的创业效应。 其次,城市的智慧化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市场潜能密不可分。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

了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内的普及,其带来的良好智慧化营商环境能够更好满足当地企业的数字化、智慧化

转型的需求度[36] ,提高了创业者快速识别创业机会的可能性;市场潜能较高的城市往往意味着其运输成本

较低、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也更加明显,因此更能够吸引企业入驻[35] 。 最后,由于不同类型行业的产业链特

点、面临的创业条件和市场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行业对内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也有所不同。 因此,尽
管在共享区域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红利下,各行业创业者也有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创业行为,从而表现出智慧

型城市建设的行业异质性特点。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业效果由于城市规模、数字经济发展、市场潜能、区位特征和行业特点的不

同而呈现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设定

本文将自 2012 年起分三批推行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对

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果进行检验和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TAi,t = α0 + α1 smart_policyi ,t+ ρX i,t + δi + θt +u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ETAi,t 指城市 i 在 t 年的城市创业活跃度,核心解释变量 smart_policyi,t 指智慧城市试

点建设的虚拟变量。 X i,t 表示一系列可能会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控制变量向量集合。 δi 和 θt 分别表示城市

和年份固定效应;u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新创企业数量和创业活跃度是反映地区创业绩效和创业活动积极程度的重要核心指标,目前已被广泛

应用于评价宏观层面的区域创业研究[8,31] 。 虽然《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私营企业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城市的新创企业数量[1] ,但是,一方面由于众多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未包含其中且仅能获取到省级层面的

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城市间的资源禀赋条件差异较大,直接采用新创企业数量衡

量城市创业水平具有较大的偏误。 因此,本文参考白俊红等(2022) [8]的研究方法,从企查查数据库①中获取

企业信息,得到 2004—2018 年约 1. 4 亿所有类型的新创企业详细信息,并整理为城市层面的全量面板数据。
此外,与以区域已有企业数量作为标准化基数的生态法不同的是,本文采用人口法,以城市人口作为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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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包含了中国各行各业不同类型的全部规模企业的注册日期、经营范围、详细地址以及经营状态等信息。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1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 2024)

基数,计算得到各城市每百人中新创企业数量,以此作为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衡量指标(ETA),这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规避对较大企业占主导的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度量偏误。

2. 核心解释变量:创业驱动政策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smart_policy),其回归系数 α1 揭示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推行

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净效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分三批遴选出 99 个试点城市

作为智慧城市示范点。 若城市 i 第 t 年入选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名单(当且仅当该城市整体被纳入试点名

单),则评定当年及以后 smart_policy 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 此外,本文对比了其他两种政策变量设定,一是

将所有层面的试点都放入基准回归进行检验;二是将部分区域性试点的智慧城市从样本中剔除,从而通过

比较以上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来进行选择。

3.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克服遗漏变量的影响,结合现有研究,模型纳入以下可能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agdp),采用经过价格平减的城市实际人均生产总值(GDP)对数来控制经济发展水

平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

(2)产业结构(industry),采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衡量,具体公式为 industry = ∑indj × j(1≤ j≤3),其

中 ind j 是指第 j 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

(3)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

(4)信息化发展水平( internet),采用城市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来反映。

(5)市场化水平(market),采用城市政府财政预算与 GDP 的比值能够刻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

这能够间接反映当地的市场化水平。

(6)创新人才支持( talent),采用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从业人员数之和占城市总从业人员的比重来反映。

(7)风险投资支持度(vcpe),采用《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的风险投资指数来反映城市的风险投资

对当地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4—2018 年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4 个直辖市、毕节市、铜仁市等 12

个因在样本期内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的地级市和数据缺失严重的拉萨市除外),其中包含 99 个智慧试点城市

和 181 个非试点城市,最终获得“城市-年度”观测值为 4
 

200 个①。 本文相关数据来自企查查数据库、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表 1 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城

市新建企业数量(newfirm)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582
 

092 和 629,标准差为 40
 

877. 390
 

0,城市创业活跃

度(ETA)的均值为 0. 793
 

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023
 

2 和 14. 654
 

6,标准差为 0. 867
 

4,表明不同地区间

创业活跃度差异较大。 从控制变量上看,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agdp)、产业结构( industry)、金融发展水

平( finance)、信息化发展水平( internet)、市场化水平(market)、创新人才支持( talent)以及风险投资支持度

(vcpe)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08

① 部分样本缺失值经过手工查阅地方统计公报、统计年鉴或者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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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ewfirm 4
 

200 31
 

564. 510
 

0　 40
 

877. 390
 

0　 629　 　 582
 

092　 　 　

ETA 4
 

200 　 0. 793
 

8 　 0. 867
 

4 　 0. 023
 

2 　 　 14. 654
 

6

smart_policy 4
 

200 0. 143
 

1 0. 339
 

7 0 1

agdp 4
 

200 9. 531
 

9 0. 701
 

6 7. 660
 

7 12. 406
 

2

industry 4
 

200 2. 245
 

0 0. 146
 

8 1. 820
 

6 2. 796
 

9

finance 4
 

200 0. 832
 

4 0. 509
 

4 0. 075
 

3 7. 450
 

2

internet 4
 

200 14. 388
 

2 16. 332
 

6 0. 078
 

4 198. 657
 

0

market 4
 

200 7. 501
 

4 3. 450
 

8 0. 516
 

4 24. 699
 

7

talent 4
 

200 0. 026
 

8 0. 015
 

4 0 0. 146
 

2

vcpe 4
 

200 0. 512
 

2 0. 287
 

2 0. 003
 

4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为仅考虑地级市整体入选的

全样本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 smart_polic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智慧型城市

试点政策促进了市场主体活力的提升。 列(2)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试点政

策( smart_policy)对城市创业活跃度(ETA)的影响系数为正且保持高度显著,一定程度上表明与非智慧型试

点城市相比,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促进了试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在保持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与非试点城市相比,平均而言,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推行将使得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提高 0. 236
 

7,与样本研究期间整体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均值 0. 793
 

8 相比较而言提升了 29. 82%左右(即

0. 236
 

7 / 0. 793
 

8×100%)。 列(3)—列(6)则是分别考虑各层面试点和剔除非地级市试点样本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在三种估计方式下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大体相同,但系数大小有所差异。 可见,随着智

慧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持续推进,能够增强市场投资者的创业投资信心,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创业行为提供良

好的制度环境支持,进而提高城市的创业活跃度,研究假设 H1 得以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仅考虑地级市整体入选 考虑各层面的试点 剔除非地级市入选样本

(1) (2) (3) (4) (5) (6)

smart_policy 0. 322
 

0∗∗∗ 0. 236
 

7∗∗∗ 0. 261
 

6∗∗∗ 0. 176
 

8∗∗ 0. 255
 

2∗∗∗ 0. 220
 

6∗∗∗

(0. 065
 

7) (0. 056
 

2) (0. 088
 

2) (0. 077
 

2) (0. 073
 

3) (0. 062
 

9)

agdp 0. 274
 

7∗ 0. 297
 

8∗∗ 0. 251
 

1

(0. 141
 

8) (0. 141
 

4) (0. 157
 

3)

industry -0. 532
 

2∗∗∗ -0. 549
 

1∗∗∗ 0. 101
 

5

(0. 178
 

0) (0. 186
 

2) (0. 1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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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仅考虑地级市整体入选 考虑各层面的试点 剔除非地级市入选样本

(1) (2) (3) (4) (5) (6)

finance 0. 083
 

0∗∗ 0. 088
 

7∗∗ 0. 014
 

9

(0. 035
 

4) (0. 037
 

7) (0. 018
 

9)

internet 0. 009
 

6∗∗∗ 0. 009
 

9∗∗∗ 0. 008
 

9∗

(0. 003
 

1) (0. 003
 

1) (0. 004
 

9)

market -0. 021
 

7∗∗ -0. 024
 

8∗∗∗ -0. 010
 

0

(0. 009
 

0) (0. 008
 

5) (0. 008
 

2)

talent 7. 073
 

7∗∗∗ 7. 484
 

2∗∗∗ 1. 501
 

0∗∗

(1. 714
 

1) (1. 714
 

0) (0. 761
 

7)

vcpe 0. 065
 

0∗∗∗ 0. 069
 

0∗∗∗ 0. 022
 

9

(0. 022
 

0) (0. 022
 

6) (0. 015
 

1)

常数项 0. 750
 

9∗∗∗ -0. 928
 

9 0. 768
 

3∗∗∗ -1. 095
 

0 0. 624
 

7∗∗∗ -2. 067
 

0

(0. 008
 

7) (1. 274
 

1) (0. 008
 

6) (1. 254
 

6) (0. 005
 

5) (1. 388
 

0)

观测值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3
 

360 3
 

360

R2 0. 826
 

1　 　 0. 839
 

9　 　 0. 822
 

3　 　 0. 837
 

7　 　 0. 840
 

7　 　 0. 849
 

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列(1)、列(3)、列(5)未加入

控制变量,列(2)、列(4)、列(6)加入控制变量。

　 　 (二)稳健性检验

1.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ETAi,t
 = β0 + αN ∑

6

N = -8
M + ρX i,t + δi + θt +u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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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其中,M 是指一系列虚拟变量集合,表示试点

政策实施前后的年份, αN 表示智慧型城市入选第

N 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创业活跃度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其他变量定义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检验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创业

活跃度的影响在认定年份以前的估计系数均不显

著①。 这表明在政策实施之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

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 而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推行 1 年后,试点城

市创业活跃度呈显著上升趋势。 平行趋势检验见

图 1。 从图 1 显现的动态性效应角度而言,随着智

28

① 限于篇幅,省略具体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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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试点政策不断推进,边际效应递增规律开始显现,这表明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呈

现出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变规律。
(2)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双重差分法识别假设中随机非观测因素的干扰问题,本文通过间接性的安慰剂检

验上述无法观测的因素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随机选择与真实试点城

市数等量的城市作为试点实验组,重复随机抽样 1
 

000 次并进行回归,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 β̂ =

β + ω
cov(entrepolicy it,uit | X)
var(entrepolicy it | X)

, 其中 ω 是指随机非观测因素的影响,如果 β̂ 是无偏的则 ω 为 0,最后据此绘制分

布图进行观察(图 2)。 根据分布图可以发现,估计系数(图中曲线)均在 0 附近,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较大,
且近似于正态分布,且估计系数对应的 P 值(图中圆圈)大部分均小于 0. 10,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几乎没有

受到其他非观测随机因素干扰,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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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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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随机处理后的系数估计值分布

　 　 注:曲线表示系数估计值大小的分布密度,圆圈则为估计系数对应的 P 值

分布情况。

(3)古德曼-培根(Goodman-Bacon)分解。
考虑到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在双向固定效应

下会存在“坏处理组”或负权重等偏误问题。
因此,本文借鉴古德曼-培根(Goodman-Bacon,
2021) [37]的研究方法进行 DID 估计量分解。
不合适的处理效应的估计值为-0. 245,权重仅

为 2. 5%,而合适的处理效应权重则为 97. 5%。
不合适的处理效应的权重较小,因此可以认

为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前文借助人口法对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行

标准化计算,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本文对城

市创业活跃度的测量采用如下两种替代指

标:一是采用未经标准化处理的城市新增企

业数量( firm,取对数处理);二是参考董志强

等(2012) [38]的研究方法,以城市就业人员自

雇率(ETR,即各城市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与当地总就业人数的比值)作为创业活跃度的替代性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 smart_policy)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吸引大量

新创企业的入驻,并提高当地就业人员的自雇率,有利于促进试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3. 排除其他因素干扰

一方面,在本文的样本考察期内,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创业型试点政策和“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

策等均会对本文的回归结果产生干扰;另一方面,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往往关系到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的运输成本,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硬件”因素[39] 。 因此,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将国

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创业型试点、“宽带中国”试点等政策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①纳入控制变量,以尽

量排除这些因素干扰。 在依次控制了上述干扰因素后,核心解释变量( smart_policy)的系数仍然为正且保持

38

① 本文以各城市公路与铁路的总运货量来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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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此外,本文为了排除部分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干扰,在基准回归中进一

步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进行控制,根据表 3 的结果,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3　 更换双重差分估计方法的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省份×年份 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熵平衡匹配 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smart_policy 0. 238
 

8∗∗∗ 0. 190
 

0∗∗∗ 0. 179
 

5∗∗∗ 0. 403
 

3∗ 0. 211
 

3∗∗

(0. 065
 

7) (0. 071
 

7) (0. 041
 

7) (0. 227
 

3) (0. 105
 

2)

常数项 -1. 015
 

3 -0. 418
 

3 -2. 551
 

4∗∗∗ 5. 859
 

8

(1. 730
 

1) (2. 995
 

1) (0. 756
 

3) (6. 567
 

3)

观测值 4
 

200 1
 

174 3
 

331 4
 

200 994

R2 0. 844
 

4　 　 0. 792
 

8　 　 0. 817
 

8　 　 0. 819
 

1　 　 0. 832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4. 更换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PSM)。 由于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确定不是完全随机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

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和系统性偏差问题。 为了解

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卡尺最近邻匹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具体步骤为:将前文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作

为特征匹配变量,对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后分析匹配情况,对经平衡性检验后的数据重

新进行回归检验①。 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主要特征匹配变量的偏差都不超过 10%且明显小于匹配前的标

准误偏差,都说明了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匹配效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样本选择偏误的估计偏差。 此

外,通过观察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截面卡尺最近邻 PSM 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结果,匹配后两条核密度曲线更

加接近,并且匹配后的核密度曲线偏差和均值线之间的距离都在明显减小,因此可以认为截面 PSM 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样本选择偏差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 从表 3 可以看出政策变量( entre_policy)的估计系数

依然显著为正。 此外,本文进一步采用核半径匹配法以及熵平衡匹配法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进一步佐

证了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创业效应。
(2)考虑到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潜在偏误[40] ,故本文进

行了以下两种检验。 其一是根据卡拉韦和圣安娜( Callaway
 

&
 

Sant
 

Anna,2021) [41] 的方法计算“异质性-稳

健”(CSDID)估计量,从表 3 最后一列可以看出 smart_policy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在采用更稳健估

计量后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仍然提高了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其二是使用 Stata 软件中的 twowayfeweighys 命

令重新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所有智慧型试点城市的试点处理效应均为正值,得到的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

标约为 1. 304
 

1,接近于 1,说明基准回归模型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较为稳健,即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本文核心结

论的影响较小。
5. 遗漏变量强度检验

由于城市创业活跃度可能会受到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西内利等(Cinelli
 

et
 

al.,2020) [42] 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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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衡性检验结果与核密度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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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分析方法进行遗漏变量强度检验。 考虑到在基准回归的控制变量中创新人才支持( talent)对城市创业

活跃度的影响较大,故本文将其作为潜在遗漏变量的对比变量。 检验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符号和显著

性并不会受到遗漏变量的强烈干扰①。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接下来本文将从数据要

素集聚和营商环境优化等两个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试点城市实施的智慧产业、智慧政务、智慧民生等政策

提升城市经济活动主体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 鉴于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分析:
MVi,t = α0 + β1 smart_policyi ,t+ ρX i,t + δi + θt +ui,t (3)

ETAi,t = α0 + β2 MVi ,t+ ρX i,t + δi + θt +ui,t (4)
ETAi,t = α0 + α2 smart_policyi ,t+ β3 MVi ,t+ ρX i,t + δi + θt +ui,t

 (5)
其中,对于 smart_policyi , t,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拆分成智慧产业政策( smart_ind)、智慧政务政策

(smart_gov)、智慧民生政策(smart_liv)三大维度,而 MVi,t 是指机制变量,包括营商环境(bus_env)和数据要素集

聚程度(digital)。 其他变量定义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具体而言,本文参考张兵兵等(2022) [11] 的研究思路:
(1)在北大法宝政策数据库中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作为检索的数据来源定位,再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相关文件

形成文本分析数据集。 (2)利用 Python 软件对上述政策文件进行 jieba 分词与 simhash 算法去重处理。 (3)划
分智慧产业、智慧政务、智慧民生等三大政策类型(包括 20 个主题词),统计相应的主题词词频后运用熵值法测

度出三类偏向性政策的集聚指数。 此外,对数据要素集聚的衡量,本文借鉴李治国和王杰(2021) [30] 的研究做

法,通过数据要素配置的多维度指标进行刻画②。 参考张柳钦等(2023) [43] 的研究做法,利用熵值法从政府

效率、非国有化、对外开放、金融发展和法治环境等五个维度构建城市层面的营商环境指标。
表 4 和表 5 汇报了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 表 4 的回归结果表明,智慧产业(smart_ind)、智慧政务(smart_gov)

和智慧民生(smart_liv)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试点城市重视智慧产业、智慧政务和智慧民生等

三大政策维度方面的发展,即通过出台智慧产业集聚、行政审批改革以及直面民生诉求等政策优势能够推

动智慧城市建设,向全社会释放出鼓励创新创业的积极信号。 进一步地,本文探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三大

维度,到底通过何种路径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此外,智慧产业政策( smart_ind)对数据要素集聚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表 5 列(1)和列(3)的回归结果表明,试点城市所实施的智慧产业

政策有利于吸引数据要素以及数字技术资本的集聚,激发当地的科技创新潜能,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
并且,表 4 的回归结果发现试点城市实施的智慧民生政策( smart_liv)和智慧政务政策( smart_gov)对城市营

商环境优化都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表 5 列(2)和列(4)也印证了智慧城市建设能优化营商环境以促进

创业。 因此,研究假设 H2a 和 H2b 得以验证。 综上所述,随着试点城市内一系列促进智慧化发展的相关政

策的密集出台,一方面,智慧产业政策能够优化区域数据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重塑数字要素资源的空间分

布格局,发挥集聚经济优势,从而释放城市创业活力;另一方面,智慧民生和智慧政务政策不仅能够有效降

58

①

②

遗漏变量强度结果备索。
本文对李治国和王杰(2021) [30] 的测度中所涉及的部分省级数据进行了降维处理,具体以各地级市的生产总值在各省份的占比作为权

重,将省级数据降维到地级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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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城市内创业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创业过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利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多方位优

化城市营商环境,从而助推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表 4　 机制分析结果Ⅰ

变量
智慧产业政策集聚

 

(smart_ind)
智慧民生政策集聚

(smart_liv)
智慧政务政策集聚

(smart_gov)
数据要素集聚

(digital)
营商环境

(smart_liv)
营商环境

(smart_gov)

smart_policy 0. 691
 

8∗∗∗ 0. 280
 

4∗∗∗ 0. 044
 

6∗∗∗

(0. 119
 

0) (0. 057
 

0) (0. 007
 

7)

smart_ind 0. 225
 

9∗∗∗

(0. 058
 

0)

smart_liv 0. 124
 

3∗∗∗

(0. 023
 

9)

smart_gov 2. 905
 

6∗∗∗

(0. 848
 

5)

常数项 2. 517
 

3 1. 657
 

4 0. 195
 

0 0. 237
 

7 0. 532
 

6 0. 448
 

2

(2. 101
 

5) (1. 288
 

0) (0. 135
 

5) (2. 218
 

0) (2. 451
 

0) (2. 142
 

8)

观测值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R2 0. 637
 

6 0. 681
 

6 0. 637
 

6 0. 725
 

6　 　 0. 712
 

3　 　 0. 732
 

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 5　 机制分析结果Ⅱ

变量 (1) (2) (3) (4)

smart_policy 0. 157
 

9∗∗∗ 0. 095
 

4∗∗

(0. 040
 

6) (0. 040
 

0)

digital 0. 129
 

0∗∗∗ 0. 113
 

9∗∗∗

(0. 034
 

8) (0. 033
 

1)

bus_env 0. 553
 

1∗∗∗ 0. 457
 

3∗∗∗

(0. 099
 

3) (0. 102
 

1)

常数项 -1. 335
 

7 -1. 874
 

5∗∗∗ -1. 215
 

6 -1. 799
 

0∗∗

(1. 140
 

7) (0. 706
 

1) (1. 137
 

3) (0. 715
 

0)

观测值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R2 0. 644
 

5　 　 0. 664
 

0　 　 0. 846
 

1　 　 0. 864
 

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城市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机会与发展潜力,能够通过发挥经济集聚效应提高当地

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使用效率。 然而,大城市由于行业寡头垄断威胁的存在而往往存在较高的创业成本。 据

此,本文借助城市总人口的三等分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城市三个等级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从表 6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型城市与大型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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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型城市则不显著,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发挥的创业效果在大型和中型城市中发挥的政策效果更加明

显。 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小规模城市而言,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城市拥有较为优越的经济发展条件、基础设

施和创业资源,创业环境和市场化环境也相对更为完善,当地对要素资源的吸收能力也更高,从而能够更好

地发挥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为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形成发展条件和基础。 而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引导

下,小型城市也会对创业活动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但是其在创新资源集聚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相对较

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试点政策发挥的创业效果并不明显。

表 6　 城市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小型城市 中型城市 大型城市

smart_policy 0. 098
 

6 0. 227
 

6∗∗∗ 0. 224
 

1∗∗∗

(0. 082
 

6) (0. 083
 

2) (0. 048
 

2)

常数项 -4. 569
 

4∗∗ -0. 617
 

2 1. 858
 

7

(1. 785
 

5) (0. 816
 

9) (1. 465
 

1)

观测值 1
 

400 1
 

400 1
 

400

R2 0. 847
 

5 0. 914
 

4　 　 0. 849
 

1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2. 基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内的普及,提高了创业者快速识别创业机会的可能性,从
而奠定了创业网络形成的基础[42] 。 因此,对于创业活动而言,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会由于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创业提升效应? 鉴于此,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 [20] 的研究思路,依据各城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济相关的词频、互联网发展水平、电信软件服务情况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数据,利
用熵值法计算出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最后依据样本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高数字经济发展城

市和低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 7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建设对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低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的影

响系数则不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具有协同效应。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数字

平台的广泛应用使得供需双方的紧密互动过程实现了创业者学习、获取资源门槛以及外部交易成本的降

低,提高了创业机会的识别度[43] ;另一方面,由数字经济衍生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思维与模式在智慧城市试点

政策的支持下,有助于创业者积极抢占商机并促进数字项目的成果转化。

表 7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高数字经济

发展城市

低数字经济

发展城市

高市场潜能

城市

低市场潜能

城市

胡焕庸线东南

侧城市

胡焕庸线西北

侧城市

smart_policy 0. 176
 

3∗∗ 0. 024
 

9 0. 077
 

5∗∗ 0. 165
 

3 0. 265
 

4∗∗∗ -0. 028
 

4

(0. 085
 

2) (0. 041
 

3) (0. 032
 

0) (0. 108
 

5) (0. 061
 

6) (0. 071
 

0)

常数项 -1. 510
 

0 -0. 362
 

2 -1. 052
 

5∗ -0. 364
 

3 -0. 312
 

0 -3. 218
 

4∗∗

(2. 957
 

5) (0. 672
 

5) (0. 583
 

8) (3. 385
 

3) (1. 450
 

8) (1. 18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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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高数字经济

发展城市

低数字经济

发展城市

高市场潜能

城市

低市场潜能

城市

胡焕庸线东南

侧城市

胡焕庸线西北

侧城市

观测值 2
 

100 2
 

100 2
 

090 2
 

110 3
 

795 405

R2 0. 841
 

7　 　 0. 840
 

4　 　 0. 791
 

8　 　 0. 817
 

3　 　 0. 840
 

0　 　 0. 905
 

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 基于城市市场潜能的异质性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派的观点认为,运输成本和中间投入品节省等往往是创业者开办企业的重要权衡因素,
而在市场潜能较大的地方,其运输成本较低、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也更加明显,因此更能够吸引企业入驻。 因

此,本文借鉴陆毅等(Lu
 

et
 

al.,2019) [44]的研究思路对各城市的市场潜能(possibility)进行测算,具体计算公

式为: possibilityn =
∑
m∈prov

Pm / Qmn

∑
m∈prov

Pm

。 其中, Pm 是指城市 m 的地区生产总值, Qmn 则是指城市 m 与城市 n 之间的

地理距离。 据此,本文进一步探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业效应是否会因城市市场潜能的不同而产生差

异。 具体地,本文以各城市市场潜能的中位数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可以看出,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对高市场潜能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低市场潜能城市的

创业效应则不明显,而这也说明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对高市场潜能城市的创业活跃度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

用。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高市场潜能城市具有更加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创业成本也较低,在智慧城市试点

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开发高市场潜能城市的创业空间。
4. 基于城市区位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经考虑了各城市的部分发展基础与资源条件对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效果的影响,然而地理自然

条件或历史原因也会影响当地的创业环境。 因此,本文拟以胡焕庸线作为区位样本划分依据,进行异质性

分析讨论。 由表 7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对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的系数为 0. 265
 

4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系数则不显著,说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胡焕庸线上及其东南

侧城市中发挥的创业效应。 原因可能是:与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相比,东南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口集聚

水平更高,表现为创业要素资源集聚现象,从而创造出更具优势的创新创业环境,使得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发

挥出更大的创业效应。
5. 基于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类型行业的产业链特点、面临的创业条件和市场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各行业创业者也有可

能会采取不同的创业行为,从而表现出智慧型城市建设的行业异质性特点。 因此,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制

造业与服务业两个子样本,以分析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创业效应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 首先就制造业而

言,本文进一步细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进行回归检验①。 由表 8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智慧型

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吸引制造业企业进入,有助于服务业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

创业积极性。 并且进一步发现智慧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环境清洁效应,即促进了低污染型制造业企业的进

88

① 其中,高污染制造业分类标准来自原环境保护部在 2008 年 6 月印发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该名录中包含的制造

业行业为高污染制造业,不属于该名录的制造业行业则被视为低污染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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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但提高了高污染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门槛。 可能的解释是,智慧型试点政策在推动经济社会智能化转型

的同时,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12] ,这可能会提高高污染制造业的

生产成本。 此外,本文进一步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与非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分析,从表 8 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试点政策不仅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创业积极性,也提高了非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创业活

跃度,并且对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创业效应更大。 原因可能在于:服务业特别是非生产性服务业创业的成本

与行业垄断威胁较低,创业门槛会得到降低,从而能够发挥更加显著的创业激励效应。 综上,本文认为智慧

城市建设的创业效果由于城市规模、数字经济发展、市场潜能、区位特征和行业特点而呈现出异质性影响,
故 H3 得证。

表 8　 行业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制造业全样本 高污染制造业 低污染制造业 服务业全样本 生产性服务业 非生产性服务业

smart_policy 0. 006
 

7∗ -0. 007
 

1∗∗ 0. 000
 

4∗∗ 0. 237
 

4∗∗∗ 0. 061
 

8∗∗∗ 0. 175
 

6∗∗∗

(0. 003
 

6) (0. 003
 

5) (0. 000
 

2) (0. 055
 

0) (0. 013
 

2) (0. 044
 

4)

常数项 -0. 219
 

9∗ -1. 305
 

7∗∗∗ -0. 022
 

0∗∗ -0. 332
 

9 0. 1695 -0. 502
 

3

(0. 118
 

6) (0. 193
 

3) (0. 011
 

1) (1. 281
 

1) (0. 312
 

8) (0. 996
 

4)

观测值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4
 

200

R2 0. 846
 

3　 　 0. 657
 

4　 　 0. 834
 

4　 　 0. 826
 

5　 　 0. 656
 

2　 　 0. 825
 

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三)拓展性分析

前文的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初步评估和验证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本文进一步结合机器学习算法中的随机森林算法与梯度提升回归树(gradient

 

boosting
 

regression
 

tree,GBRT)
对 99 个试点城市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反事实预测评估,以此进一步佐证并深入分析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

业效应。 首先,本文借助随机森林算法对特征变量进行选择以获得最优预测模型。 具体而言,在对基准回

归中的控制变量进行标准化降维处理后,发现各变量系数在回归模型中的显著性较好,故选取经济发展水

平(agdp)、产业结构( industry)、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信息化发展水平( internet)、市场化水平(market)、创
新人才支持( talent)和风险投资支持度( vcpe)等 7 个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密切相关的指标作为特征变量。 其

次,本文利用梯度提升回归树算法进行迭代回归拟合,其原理是用损失函数负梯度近似残差,回归树拟合负

梯度得到本轮的最小损失函数。 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首先,将初始化函数设置为:

f0(x) = argmin ∑
xi = Rmj

Q(yi,z) (6)

并利用损失函数的负梯度近似估计残差,表示为:

rmi = -
∂Q(yi,f(xi))

∂f(xi)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f(x) = fm-1(x)

(7)

其次,根据 rmi 学习一棵回归树,得到叶节点区域 Rmn ,n= 1,2,. . .,N。 其中 n 为叶节点个数,m 为第 m 棵回

归树。 针对每一个叶子节点里的样本,在保证损失函数最小的前提下,得到拟合叶子节点最好的输出值 zmi:

zmi = argmin ∑
xi = Rmj

Q(yi,fm-1(xi) + z)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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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为了规避模型过度拟合的问题,本文引入特征缩减技术(shrinkage)参数(用 I 表示),更新的回

归树模型为:

fm(x) =fm-1(x) + ∑
N

n = 1
zmjI(x ∈Rmj) (9)

最后,得到最终应用的回归树模型:

f︿(x) =fM(x) =f0(x) + ∑
M

m = 1
∑
N

n = 1
zmjI(x ∈Rmj) (10)

在构建上述模型后,接下来本文将对比基准情景(假设未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以及政策冲击情景下

各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以两者之差来反映智慧城市政策所产生的冲击效应。 其中,本文仅保留试点城

市政策实施前年份的特征变量,再结合先知(prophet)模型对政策实施后年份的特征变量进行预测,在此基

础上运用 GBRT 算法拟合出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本文以试点城市中的 A 市为例,根据表 9 的预测结果,可
以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当期(2012 年)就显现出创业激励效果,并且在政策实施第二年实现创业效应

的跃升,随后逐渐开始减弱。 但从 2017 年起该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又大幅提高。 原因可能是政策出台的

前两年更多是当地政府向市场释放政策红利的信号,从而形成了第一轮的创业热潮,但是持续强化的作用

并不明显。 而当地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行政审批改革以及营商环境智慧化等一系列工作的整体功

能发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随着上述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完善,经济活动主体的创业意愿也会逐渐稳定与提

高,这具体表现在政策实施后的 3 ~ 4 年后迎来了第二轮创业热潮。

表 9　 A 市不同情景下创业活跃度预测及政策冲击效应结果

年份 基准情景 政策冲击情景 政策冲击效应

2012 0. 693
 

2 0. 707
 

0 0. 013
 

9

2013 0. 718
 

7 0. 812
 

5 0. 093
 

8

2014 0. 958
 

2 1. 030
 

4 0. 072
 

2

2015 1. 255
 

5 1. 274
 

9 0. 019
 

3

2016 1. 555
 

1 1. 566
 

7 0. 011
 

6

2017 1. 742
 

1 1. 926
 

0 0. 184
 

0

2018 1. 892
 

5 2. 036
 

4 0. 143
 

8

　 　 此外,本文根据三批试点城市的预测结果将

其创业效应分为持续性有效与阶段性有效两类

进行考察①。 可以发现,从第一批到第三批试点

城市确立,创业效应持续性有效城市的占比分别

为 28. 57%、36. 36%和 43. 86%,而阶段性有效城

市的占比则分别为 35. 71%、27. 27%和 14. 29%。
即随着批次的推进,智慧型试点城市呈现出持续

性有效增长、阶段性有效弱化的趋势。 原因可能

在于:一方面,后续批次的智慧城市吸取了首批

试点城市的建设经验,采用更有针对性的营商环

境优化措施,使得创业效果的持续性更强;另一方面,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后续推进的进程中,可能未能较

好地与其他相关政策措施形成互补协调效应,导致首批试点城市的创业带动效应以阶段性有效为主,持续

性效应难以较好地维持。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培育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平台经济以及促进城市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是值得关注

的议题。 本文以 2012 年以来分三批推行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09

① 其中,持续性有效指的是创业带动效果从政策冲击之后某年起发挥创业效应并持续到 2018 年;
 

阶段性有效指的是政策冲击之后某个

阶段产生创业带动效果,随后该效果逐渐减弱或者波动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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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并且,借助 Python 技术爬取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和北大法宝政策数据

库,基于 simhash 算法和 jieba 分词等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推动营商环境智慧

化过程具体划分为智慧产业、智慧民生、智慧政务等三大维度,进一步考察试点政策与创业活跃度的内在作

用机理。 研究发现:第一,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第二,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

主要通过促进数据要素集聚和营商环境优化来推动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

策的创业效应主要表现在大中型城市、高市场潜能、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优势较好的城市中,并且对

于低污染制造业和服务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更为显著,但却抑制了高污染制造业创业活跃度。 第四,结合

机器学习算法的反事实验证结果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发挥了阶段性创业带动效果,有待与其他相关措施共

同发挥协同提升的持续性创业效应。

　 　 (二)政策启示

本文较为系统和准确地评估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业效果,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应该持续

优化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政策设施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充分发挥平台经济发展、创新创业发展战略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就业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文研究证明了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并且数据要素集聚和营商环境智慧化是其中的重要机制。 因此,各级政府在今后应继续强化营商环境智慧

化治理,将数字技术广泛运用在政府监管与市场营商环境优化的各个环节。 积极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引导数

字产业集聚,构建高效透明的民生服务系统与平台,增强企业创新信心。 第二,在保持优势试点城市的发展

态势的同时,要警惕城市间创业活跃度马太效应和虹吸效应的扩大化,积极协调优势城市发挥示范效应带

动其他城市的合理资源配置,因地制宜制定扩大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范围。 此外,也要关注智慧城市试点政

策在高污染制造业中发挥的绿色效果现象,这或许能够启发各地政府在后续的政策制订中,积极结合政策

导向,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在绿色低碳产业、政府环境在线信息公开、环境规制监管等方面实现突破,在提升

城市创业活力的同时协调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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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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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Nest
 

Attract
 

Phoenixes:
 

Impac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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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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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city
 

pilot
 

policies
 

raise
 

concerns
 

about
 

their
 

impact
 

on
 

fostering
 

new
 

types
 

of
 

smart
 

cities,
 

developing
 

platform
 

economies,
 

and
 

promot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smart
 

city
 

pilot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three
 

batches
 

since
 

2012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crawls
 

the
 

micro-data
 

of
 

enterprise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policy
 

data
 

from
 

Pkulaw.
 

Then,
 

it
 

conduct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relevant
 

policy
 

texts
 

using
 

the
 

simhash
 

algorithm
 

and
 

jieba
 

segmentation
 

and
 

employed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
in-differences

 

estimation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pilot
 

policies
 

o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its
 

intrinsic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mart
 

city
 

pilot
 

polic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
 

pilot
 

cities.
 

The
 

mechanism
 

test
 

reveals
 

that
 

these
 

policies
 

boost
 

urban
 

entrepreneurship
 

by
 

promoting
 

data
 

aggregation,
 

while
 

smart
 

government
 

and
 

smart
 

livelihood
 

policies
 

foster
 

urban
 

entrepreneurship
 

by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pilot
 

policies
 

is
 

more
 

pronounced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s
 

well
 

as
 

cities
 

with
 

greater
 

market
 

potential,
 

higher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tter
 

location
 

advantages.
 

Additionally,
 

pilot
 

polic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of
 

low-
pollutio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but
 

suppress
 

that
 

of
 

high-pollu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counterfactual
 

testing
 

with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shows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pilot
 

policies
 

has
 

phased
 

characteristics,
 

and
 

sustained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require
 

further
 

collaboration
 

with
 

related
 

measur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clarifies
 

and
 

expan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smart
 

city
 

pilot
 

policies.
 

Second,
 

it
 

explores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pilot
 

policies
 

exert
 

their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and
 

verifies
 

the
 

contextu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se
 

policies
 

affect
 

urban
 

entrepreneurship,
 

enriching
 

related
 

research
 

on
 

market
 

players’
 

vitality.
 

Third,
 

it
 

reveal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policies
 

in
 

terms
 

of
 

phased
 

and
 

sustained
 

effec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arrangement
 

of
 

relevant
 

policy
 

facilities
 

for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fully
 

leverag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platform
 

economy
 

development
 

in
 

ensuring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econd,
 

it
 

is
 

essential
 

to
 

actively
 

coordinate
 

superior
 

cities
 

to
 

demonstrate
 

their
 

effects
 

and
 

drive
 

r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other
 

cities.
 

Third,
 

relying
 

o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green
 

and
 

low-
carbon

 

industries,
 

online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e
 

green
 

development
 

while
 

enhancing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Keywords:

 

smart
 

city;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data
 

aggregation;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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